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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身分治理走向能力治理： 

資料治理成熟度對我國文官制度改革 

的啟示*
 

 

李洛維 a 

《摘要》 

在生成式 AI 與資料驅動治理的趨勢下，政府資料治理已不僅是技

術或資訊管理議題，而是牽動文官制度能否支撐數位轉型的制度性能

力問題。本文整合資料生命週期理論與成熟度模型，建構「政府機關

資料生命週期導向之資料治理成熟度評估架構」（the Data Lifecycle 

Management-based Data Governance Maturity Model, DLM-DGMM），並

以問卷調查方式評估內政體系資料治理成熟度現況，進一步從文官制

度視角診斷其結構性課題。實證結果顯示，整體成熟度穩定落在等級

3，反映組織具備可持續遵循的標準化流程；惟各生命週期階段呈現

「重保存、輕分析」之失衡，資料歸檔得分最高而資料分析相對不

足，凸顯依法行政所促成之標準化成就，亦可能抑制資料應用與創

新。分群比較顯示，不同世代、位階、職務與專業群體在成熟度知覺

上存在顯著認知稜鏡；然而在控制年資、官等與職務屬性後，傳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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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變項之解釋力有限，資訊素養則與成熟度知覺呈現正向且顯著關

聯，指向文官制度需由「身分治理」轉向「能力治理」。據此，本文

建議將 DLM-DGMM 制度化嵌入考選、銓敘與訓練發展體系，建立以

成熟度貢獻衡量數位功績、以診斷導向規劃學習路徑之管理循環，以

強化我國文官制度面對數位治理的制度韌性。 

[關鍵詞]： 資料治理、資料治理成熟度模型、資料生命週期、文官制

度、資訊素養 

 

 

 

壹、緒論 

聯合國（United Nations，以下簡稱 UN）調查報告指出，數位政府是促進整合

政策與公共服務、推動負責任與透明組織的有效工具，並為推動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助力（UN, 2020），而在生成式 AI 的時代，資

料已不僅是數位經濟的燃料，更被世界各國視為攸關治理能力的關鍵戰略資產，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簡

稱 OECD）早已強調，政府要想建立經濟與社會的韌性，則數位技術與資料居於重

要地位（OECD, 2020）。美國《循證決策基本法》（Foundations for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Act of 2018）與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可被視為推動資料開放與隱私保護的法制基礎前沿，其後與資料管制

的各類法規與政策，1 亦顯示其明確將資料定位為國家戰略資源的意圖。我國政府

資料治理亦由早期以資訊公開為主的被動模式，逐步轉向以資料驅動為核心的治理

架構，並以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與個人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為兩大政策

主軸（行政院，2021）。與此同時，為因應開放資料即時性及可用性之需求，提升

 
1  如歐盟2023年生效之《資料治理法》（Data Governance Act）、2024年生效之《資料法》

（Data Act）與《人工智慧法案》（AI Act），以及美國「聯邦資料戰略 2020 年行動計

畫」（Federal Data Strategy 2020 Action Pla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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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料開放內容之正確性、易用性、即時性，並協助公務機關發展資料管理及應

用基礎，數位發展部亦發布一系列相關指引，以擴大資料自主運用、提升資料價

值。2 

然而，上述以資料驅動為核心的治理目標，並不會自動轉化為實質的治理效

能，其落實之關鍵仍有賴於文官體系是否具備相應的能力結構，以承載並執行這些

制度設計。既有研究指出，資料治理雖在理論上具有提升組織效能與公共價值的潛

力，實務上卻仍難以找到能夠穩定連結資料治理與價值創造之具體案例（Nielsen et 

al., 2018），此種理論與實踐的落差，往往源於組織忽視資料治理與公共價值創造

之間的複雜關聯（Janssen et al., 2020）。李洛維與朱斌妤（2021）認為，資料治理

作為政府創新的重要組成，其採行與落實過程中所面臨的推動因素與制度挑戰，往

往呈現一體兩面的關係，儘管政府已陸續頒布多項政策與計畫，政府資料資產的系

統性管理仍有賴於從更宏觀的角度進行全面檢視，過往政府機關多以各自為政的方

式蒐集與管理資料，致使資料孤島與重複建置問題頻仍，進而限制資料價值的整合

與發揮。與此同時，隨著資料體量、產生速度與資料型態的快速擴張，如何在確保

隱私保護、資訊安全與倫理治理的前提下，有效管理並運用資料，已成為各國政府

共同面臨的治理課題。 

本研究認為，當前資料治理所面臨的關鍵挑戰，並不僅止於技術本身的限制，

更在於驅動技術的「人」，以及形塑這些人員行為與能力的文官制度。既有研究指

出，政府在推動資料治理過程中，往往同時面臨政策、組織、人員、法規、技術與

其他特殊議題等多重挑戰，在政府推動資料治理所遭遇的諸多困境中，與人員相關

的問題尤為關鍵，包括高層支持不足、員工推動意願有限、相關知識與能力不足，

以及人力配置不均等情形（李洛維，2024），這些看似分散的現象，實則共同指向

一個核心問題：現行文官制度是否已具備有效辨識、培養並配置數位治理所需關鍵

能力的制度機制。相較於前述單一面向的切入，資料治理成熟度模型（data 

governance maturity model）提供了一種演進式的診斷視角，能協助組織辨識理想狀

態與實際水平間的差距，並規劃清晰的轉型路徑（Gökalp et al., 2022; Soguel & Luta, 

 
2  例如 2023 年 1 月發布之「政府資料品質提升機制運作指引」、2024 年 5 月發布之「資料

集詮釋資料標準指引」、2025 年 4 月發布之「資料管理技術架構指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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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成熟度模型不僅是一項技術性的評估工具，更是一種整體性的治理觀點，

其反映者並非單一技術的成效，而是組織內部文官集體能力與行為模式的具體展

現。 

就此而言，本研究進一步將文官制度的轉型課題，置於「身分治理」與「能力

治理」之概念張力下加以理解。所謂身分治理（status-based governance），係指文

官體系長期以官等、職等、年資、身分別等位階屬性，作為分配權限、責任與資源

之主要依據的治理模式；此一模式承襲自韋伯式科層體制與大陸法系永業制傳統，

重視永業保障、年資累積與形式公平，亦為我國長期沿襲之文官管理基礎（施能

傑，2003）。相對地，能力治理（competence-based governance）則以可驗證之實質

職能與績效，作為人才辨識、培育與配置之主軸，制度設計強調職能導向之選才、

培訓與課責，並容許跨領域之彈性流動。自 1980年代以降，OECD國家亦普遍朝向

「以職位為基礎的文官制度」推動改革，涵蓋甄選彈性化、終身保障鬆動、績效管

理導入與公務人力職能規劃等面向（彭錦鵬，2016）。 

在此一典範轉移趨勢下，資料治理所仰賴的核心能力，如資料判讀、跨域協作

與證據導向決策，已逐漸成為現代文官不可或缺的關鍵職能；OECD（2022）亦明

確指出，數位政府轉型的成功取決於文官是否具備資料驅動之能力，這包括對資料

全生命週期的倫理認知與技術應用。然而，我國現行考選、銓敘與訓練體系是否已

能有效辨識並培育這些能力，仍有待進一步檢視。事實上，資料治理的成熟程度，

所反映者不僅是組織的資料基礎建設或政策目標是否到位，更涉及組織內部的人員

分工、能力結構與認知模式，因此，政府推動資料治理時，不能僅止於檢視硬體或

技術層面的完備程度，而須進一步評估組織結構是否足以支撐治理需求、流程是否

具備標準化與可持續性，以及文官是否具備相應的專業能力。 

綜上所述，資料治理工作的良窳，將直接影響我國智慧政府政策的推動成效。

儘管現有文獻已提出多種資料治理的規範性架構，然多半仍停留於概念層次，或缺

乏具體可操作的評估工具，尤其較少針對我國政府機關進行系統性的實證分析，從

文官制度與人員能力的角度，檢視資料治理的實際運作情形與成熟程度。若能透過

一套具體而可操作的評估架構，診斷政府機關資料治理的現況與潛在瓶頸，將有助

於更精準地理解文官制度在數位轉型過程中所面臨的結構性課題。因此，本研究聚

焦於以下三項核心問題：（1）建構一套用以評估政府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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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涵蓋哪些構面與指標？（2）依據此一架構進行評估，我國政府機關目前的

資料治理成熟度處於何種階段？（3）該評估架構如何用以系統性診斷現行文官制

度的能力結構，並據此提出以實證為基礎的改革方向？ 

貳、文獻回顧 

一、政府資料治理的核心概念：從組織流程到個人素養 

Gao 等人（2024）認為資料治理所關注的面向比資料分析更加廣泛，包括資料

標準與架構、資料品質、資料安全、資料建模與設計、資料生命週期管理、後設資

料管理等六大面向；Thompson 等人（2015）則認為，可用政府的分工來理解資料

治理的各部分功能，例如與資料標準相關的文件和政策可視為立法權責，而與資料

有關的問題或違反規定的處理則可看作司法權責，至於資料的管理與持續服務提供

方面則是行政權責，各依職責進行分工，並根據整體資料治理進行決策、相互監督

與保持平衡。 

由於各自所關注的焦點不同，目前學術界與實務界尚未有一個完整而統一的定

義（Abraham et al., 2019），但從文獻可以歸納出，資料治理所關注的重點在於最大

化組織的資料價值（Khatri & Brown, 2010; Otto, 2015）、減少與資料相關的成本及

風險（Abraham et al., 2019）、在資料生態系（data ecosystem）的觀點下注重組織之

間基於平台技術的資料共享協作模式（Lis & Otto, 2020）等。整體而言，政府資料

治理雖以流程、標準與風險控管為表層語彙，其可持續落實的關鍵仍取決於文官體

系能否形成相對應的能力結構與行為常規，因此後續分析必須同時納入組織流程與

個人素養兩個層次。李洛維（2024）認為在政府的脈絡下討論資料治理時，除須考

慮資料生命週期管理與資料治理成熟度的觀點，將概念擴展為組織內部與資料相關

的一系列活動之外，也要思考推動資料治理將如何協助組織達成政策目標與實現公

共價值，該研究綜整相關文獻（Abraham et al., 2019; DAMA International, 2017; Data 

Governance Institute, 2023;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IBM], 2013; Janssen et al., 2020; Khatri & Brown, 2010; OECD, 2022; Otto, 

2015; Zhang et al., 2022），將政府資料治理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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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將資料視為關鍵資產，通盤考量資料相關的政治、管理、

法令途徑後，於資料所涉及之生命週期各階段進行標準化作業程序，

以促進各機關資料交換效率與提升政府數位服務效能，並極大化公共

價值的一系列決策行為。」 

由於智慧政府具有涉及到電腦、政治、技術、公共行政等各種觀點、方法和主

題的跨學科特性（Gil-Garcia et al., 2018），在推動政府資料治理時將面臨政策面、

組織面、人員面、法規面、技術面以及其他特殊議題等多元且複雜的挑戰。組織為

個別成員的總集合，任何政策的規劃與執行都需要各級文官的支持，推動資料治理

需要的是具備資料驅動（data-driven）與循證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的創新

思維，然而組織創新多半會引發員工對變更既有工作流程的抗拒（Huang et al., 

2021; Mergel et al., 2016）；此外，機關同仁的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也要

有相應的成長，並須挪出多餘的時間和人力來執行資料治理相關業務，對機關而言

亦是一項額外的負擔。因此，如何提升高層支持、強化員工意願、解決人力分配不

足、培養資料治理相關知識等問題，便是政府部門推動資料治理時需處理的人員面

挑戰（李洛維，2024）。 

是以，資料治理的成敗，已從單純技術議題轉化為組織與文官能力的治理議

題，政府員工的數位職能（ICTs competency）是評估智慧政府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Ziemba et al., 2016），文官體系在資料生態系與資料生命週期中扮演著包括資料

提供、處理、分析等關鍵的角色，但可能並不具備充分的資料分析與關鍵技術的運

用能力，且組織也可能並未提供足夠的培訓措施（Gamage, 2016; Surbakti et al., 

2020）。Harrison 與 Luna-Reyes（2021）指出，雖然資料管理一直是電腦科學教育

方面的基礎，然而因為 AI 等新式科技的進步，政府員工需要與之相應的資料素養

（data literacy）以使資料合於預期的應用，因此組織必須要付出更昂貴的成本來進

行教育訓練。 

當前世界各國皆致力於文官數位職能的建構，以英國為例，為因應數位環境的

變遷，於 2020 年提出「數位、資料和技術專業能力框架」（digital, data and 

technology profession capability framework，以下簡稱 DDaT），盤點出新興資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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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衍生的職位角色，3 列明技能需求與水平，並以精熟程度將 IT 技能分為專家、

專業工作者、工作者、初步認識四個等級，分別提出描述性定義及技能需求；而美

國政府資訊人員的招募，大致係以人事管理局（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與

聯邦預算管理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共同規劃，透過確立影響職位

的因素，建立一套職位評價彙總表（position evaluation summary worksheet），將核

心職能評估項目分為九項；4 日本則針對高度技術的 IT 相關工作人力，建置了通用

職業∕技術架構（common career / skill framework），包括三個技術標準與一個測驗

模型。與數位職能密切關聯還包括培訓及升遷制度，例如在英國快速升遷制度下，

資訊人員屬於「專家及其他組別」之企業科技快速陞遷職務類別，其培訓特別強調

人員的專業技能，並依專業階層分三層進行訓練；美國公務資訊職能培力則採取聯

邦及地方政府分別辦理、與大學合作、委請民間訓練機構、公私部門輪調訓練計畫

等方式進行；日本也依國家和地方的分類進行培訓，將其職能評估區分為七個層

級，並設計不同層級路徑的訓練地圖（綜整自胡龍騰、蕭乃沂，2019；蔣麗君等

人，2017；蕭乃沂等人，2023）。 

由上述各國的職能分類方式可知，數位職能是一個較為廣泛的概念，諸如網路

素養（internet competence）、數位素養（digital literacy）、資訊素養、資料素養、

電腦自我效能感（computer self-efficacy）、IT 知識技術等都可算是數位職能的一環

（Al-Busaidy & Weerakkody, 2009）。在生成式 AI 的脈絡下，資訊與資料素養職能

的本質並未改變，而應被視為進入該脈絡的基礎，數位職能的內涵在資料蒐集、檢

索、存取、管理與組織等各方面與 AI 結合，便成為新的發展方向（廖興中等人，

2024）。因此，本文在數位職能的操作上，仍採傳統「資訊素養」作為個體能力層

次的核心概念，資訊素養被視為既是一種觀念，也是在工作上能應用資訊技術並學

習到解決問題能力的相關技巧（McClure, 1994; Zurkowski, 1974），美國大學與研究

圖書館學會（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以下簡稱 ACRL）認為一

個具有資訊素養者，有能力去發現與使用資訊，並應以終身學習為基石，可透過資

 
3 包括資料工作職系、IT 維運職系、生產及發行職系、品質保證測試職系、科技技術職

系、使用者中心設計職系六項。 

4 包括職位所需具備知識、監督、控制、準則、複雜性、範圍和效果、個人往來聯繫及聯

繫目的、體能要求、工作環境九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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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需求認知能力、資訊取用能力、資訊評估能力、資訊利用能力、資訊倫理能力等

五大標準加以評估（ACRL, 2000）。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指出，必須提升政府員工的

相關知覺與能力，才能進一步提升智慧政府服務相關效能（如 Al-Busaidy & 

Weerakkody, 2009; Amron et al., 2019; Çaldağ et al., 2019; Harrison & Luna-Reyes, 

2021）。 

二、資料生命週期理論 

資料生命週期指的是從資料流入到系統的那一刻開始，到資料在系統內完成儲

存或刪除為止與資料有關的創造、修改、處理、傳送、呈現等一系列階段，且每個

階段都應該要能夠為組織中的資料管理做出貢獻（Blazquez & Domenech, 2018; Shah 

et al., 2021; Shameli-Sendi, 2020）。政府資料治理即是要求政府從一個更為全面的角

度，去設計一套資料蒐集、儲存、處理、共享、使用、再使用等與資料生命週期相

關的政策動態，歐盟委員會指出應藉由優化資料建立、蒐集、取得、存取、利用、

處理、共享、保存與刪除等資料生命週期必經流程來強化資料治理，並由資料擁有

者所指派的資料管理員來負責生命週期中的一系列管理行為，以維護資料品質、完

整性、一致性，並避免重複資料的出現（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由於組織目標與資料種類的差異，相關研究對於生命週期應包括哪些階段與各

階段內涉及哪些資料行動有不同的觀點，這反映了資料治理的複雜性與其在不同應

用領域的獨特需求。Attard 等人（2015）認為基本上包括資料預準備（pre-

processing）、資料利用（exploitation）、資料維護（maintenance）三個主要階段；

美國地質調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藉由視覺化工具協助內部員工提

升對資料生命週期各階段中的理解，提出資料規劃、獲取、處理、分析、保存、發

布∕分享等六個連續而非斷裂的階段，並輔以對資料的描述與紀錄、品質管理、備

份與資料保全等三項策略連貫上述六個階段（Faundeen et al., 2013）；Shah 等人

（2021）則是透過文獻回顧，總結了 76個資料生命週期模型，建構出一個適用於資

料驅動政府的資料生命週期架構，包括資料規劃、蒐集、準備、分析、視覺化、存

取、分享與發布、（再）使用與回饋、歸檔、週期結束等十個階段，並且應在整個

週期中考量資料品質、資料儲存、資料安全與保護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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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可看到許多將資料生命週期運用於政府治理層面的案例，例如智慧城市

的治理（Ju et al., 2018）、醫療保健領域（Wang et al., 2018）等，其目的皆是希望

透過完善資料生命週期藉以創造更多的公共價值。資料生命週期的研究重點並不在

於辨別出差異，而是從其共通之處尋找出一套適合於組織運作的資料生命週期管理

架構，以期在推動資料治理時從資料生命週期的全觀性角度切入，在每個與資料相

關的階段中納入資料治理概念。 

不同機構與組織根據其核心目標，發展出多種模型，這些模型本身即是其資料

治理思維的體現，本研究綜整相關文獻（Faundeen et al., 2013; Shah et al., 2021），

認為在政府施政的場域進行資料生命週期管理的流程時，應該考量以下階段： 

1. 規劃：以中、長期的觀點針對政府機關中所有與資料有關的工作進行全面考

量，並設定預期的成果。 

2. 獲取：依政府機關特質與任務特性考量從內、外部等不同來源，以及結構

化、非結構化與半結構化等不同的格式獲取資料。 

3. 處理：政府機關內部與資料相關的各種準備行動，包括資料集成、過濾和豐

富化等資料處理工作。 

4. 分析：政府機關必須開發資料分析工具與技術，以進行資料探索、解釋等相

關工作。 

5. 分享：政府資料出版和傳播是組織任務中相當重要的環節，是政府與民眾溝

通的媒介。 

6. （再）使用：著重於政府施政過程中，不同利害關係人對於過程中所發現與

創造的新資料進行回饋，用以修正與改進所發布的資料。 

7. 歸檔：政府機關將資料在系統內進行目錄化、索引或相關操作的過程，並進

行加密技術、遠端儲存以及資料檢索機制工作，以確保資料長期使用性與可

得性。 

除了上述具有先後順序與往復的循環流程概念之行為外，還有資料描述、品質

管理、收存∕取用、安全∕備份四項行為，係屬於貫穿各階段，而需要在整體流程

中隨時注意並執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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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治理成熟度模型 

成熟度模型係以描述性的方式，定義組織在每一個成長階段的關鍵成功因素，

再以可具體量化的形式進行組織評估，源於 1970年代的軟體產業，有助於組織比較

其理想狀態與實際水平，從而提供改進的方向（Soguel & Luta, 2021）。資料治理成

熟度代表組織運用成熟度模型的概念，描繪組織資料治理現況與未來理想狀態，藉

此使組織能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使用資料（IBM, 2007），組織除可透過資料治理成熟

度模型幫助瞭解其當前的資料管理水平外，亦可以為其未來的增長確定一條明確的

路徑（DataFlux, 2007）。成熟度模型可被視為一組結構化的要素，用以描述組織內

有效的流程所具有的特徵為何，並指出成熟度各階段的邊界，以幫助組織管理複雜

和新興的能力與技術轉型（Gökalp et al., 2022; Okongwu et al., 2013）。 

在史丹佛大學資料治理辦公室（Data Governance Office of Stanford University）

的資料治理成熟度模型中，包括了資料治理的基礎構成要素、計畫構成要素、評估

面向、評估方式等四項因素（Firican, 2011）；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於 2019 年推出了資料管理成熟度（data management maturity，以

下簡稱 DMM）模型，包括資料管理策略、資料治理、資料品質、資料操作、平台

與架構、支援流程等六大面向，以作為基本資料管理能力的參考模型架構，並將成

熟度等級由低而高建構為已執行（performed）、已管理（managed）、已定義

（defined）、已量測（measured）、已優化（optimized）五個階段，以為組織提供

一套優化其資料管理能力的最佳實踐標準（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 

Institute [CMMI], 2019）。 

Olaitan 等人（2019）則更進一步提出用於評估政府資料治理的成熟度模型，由

低至高分別說明組織的資料管理成熟度及其相應之作為（如圖 1），該模型認為政

府部門資料治理是一項與資料有關的流程探索、設計並持續進步的過程，必須優先

考量資料品質管理、資料生命週期、資料安全與隱私等三項因素，因為優質資訊的

核心為優質資料，資料生命週期管理則涵蓋從輸入到處理的整個資料管理過程，至

於資料安全和隱私對於保護政府部門的資料資產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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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資料治理成熟度評估模型 

 

資料來源： “A data governance maturity evaluation model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f the 

Eastern Cape province, South Africa” by O. Olaitan, M. Herselman, & N. Wayi, 2019,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1(1), a996. 本研究重新繪製。 

 

本研究綜整資料治理成熟度模型文獻發現，在分級的數量上以四級（Dataflux, 

2007; Dutta et al., 2022;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Council, 2016; Spruit & Pietzka, 

2015）、五級（CMMI, 2019; Firican, 2011; IBM, 2007; Klievink et al., 2017; Rehman & 

Hashim, 2018; Olaitan et al., 2019）、六級（Gökalp et al., 2022; Hausladen & Schosser, 

2020; Rivera et al., 2017; Pirannejad & Ingrams, 2023）為主，部分研究的初始等級包

含完全不具資料治理作為的等級 0 狀態（如 Gökalp et al., 2022; Rivera et al., 2017），

大部分研究則以等級 1 為初始階段。 

Rehman 與 Hashim（2018）指出在探討成熟度模型時，應考慮屬性、分級、描

述三項重點，良好的政府資料治理成熟度模型的評估構面與指標，在屬性方面，為

確保衡量成熟度的指標與該領域的專業性有關，應包括質化與量化兩種研究方法

（Firican, 2011）；在描述方面，為更明確定義各構面的分級標準，各構面與指標應

資料政策 資料監管 資料流程

資料品質管理 資料生命週期管理 資料安全與隱私

資料管理 後設資料管理 合規

啟動部門結構化

優先考量

次要考量

資料治理
流程探索

非正式化

發展初期

已管理

已控制

最佳化

持續改進
關鍵流程自動化
啟用關鍵資料資產科技監管
資料創新並轉化為知識與洞見

績效穩定
資料治理技術解決方案精進
針對目標進行衡量
建立整體企業計畫

建立實務分享機制
持續應用
可觀測的改進
技術解決方案精進

基本流程建立
基本基礎設施建立
資料治理計畫委員會
考量資料自動化可能性

並未存在資料治理流程
個別獨立的資料管理
組織個人單兵作戰
企業資產未追蹤紀錄

資料治理
發展設計

持續改進
建立

管理流程
考量多元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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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採主觀評估與客觀評估兩種資料類型（CMMI, 2019）；在成熟度分級方面，除應

明確定義個別等級的細分程度外，概念上皆須滿足逐級進階之概念性假設，並以此

作為界定組織能力成長的理想型描述。 

基此，本研究認為政府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的分級與標準，應包含以下六個等

級： 

1. 等級 0：尚未開始進行與資料治理有關的一切活動，對於資料治理的概念仍

非常模糊，甚至尚未意識到資料治理。 

2. 等級 1：流程通常是臨時性而非持續性的，且為被動進行管理而非主動治

理，與資料相關的活動僅依照業務項目個別進行，而沒有跨部門的溝通協

調，資料僅僅只是為了業務需求而進行管理。 

3. 等級 2：流程已進行規劃並且與組織政策相符，藉由投入充分的資源與聘請

能力足夠的員工來產出可監控與可評估的結果，同時在流程中將利害關係人

納入考量。 

4. 等級 3：採用一套標準化且持續遵循的資料治理流程，並以政府機關的指導

方針為基礎，量身訂做可滿足特定需求的治理流程，同時資料資產、產品、

服務等已完成組織結構下的垂直整合。 

5. 等級 4：已完成資料治理相關的流程指標之定義及使用，包括變異管理、預

測、統計數據以及其他量化技術，並在生命週期中進行績效管理，同時資料

資產、產品、服務等已完成組織結構下的水平整合。 

6. 等級 5：基於等級 4 的分析結果找出改進流程績效的可能性，能從蒐集的資

料中進行自主學習，以達資料治理流程的最佳化，同時具有定義創新的業務

流程的能力，且能與同行和業界進行分享。 

四、政府機關資料生命週期導向之資料治理成熟度評估架構 

雖然目前並無單一、標準的資料生命週期定義與資料治理成熟度分級標準，然

而若從政策層面考量則可歸納出一個通用的概念性框架，以系統性理解政府資料治

理的方法論。本研究將資料治理成熟度評估架構由低至高區分為六個等級，並給出

相應的定義，對應到 Rehman 與 Hashim（2018）指出之分級與描述兩大重點，至於

在屬性方面，本文認為應從資料生命週期角度切入，充分考量本研究所提出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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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七大循環階段與四項作為。 

本研究檢閱相關文獻，發現資料生命週期與資料治理成熟度雖然重要，但在文

獻中卻常被分開研究，因此本研究進一步將二者整合，提出一個整體性的政府機關

資料生命週期導向之資料治理成熟度評估架構（Data Lifecycle Management-based 

Data Governance Maturity Model，以下簡稱 DLM-DGMM）（如圖 2）。 

圖 2 

政府機關資料生命週期導向之資料治理成熟度評估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DLM-DGMM 中包含資料生命週期之規劃、獲取、處理、分析、分享、使用、

歸檔等七個階段（圖中藍色圓圈），以及貫穿各階段之資料描述、品質管理、收存

∕取用、安全∕備份等資料治理行為（圖中橘色十字），為一個未必終始於特定階

段的循環概念，而是會因資料或業務的特性而有所不同，且每個階段或者作為都可

以透過資料治理成熟度分級，進行垂直面的分級評估（圖中綠色環形箭頭），以瞭

解組織在每個不同階段或者作為上的優劣之處。基此，本研究參考相關研究所提出

之評估方式，設計出同時涵蓋資料生命週期與資料治理成熟度的評估指標（如表

1），將資料生命週期的每個階段區分為六個成熟度等級，並輔以概念性的等級分

類原則，形成一個立體的評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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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DLM-DGMM 指標 

資料生命週期 資料治理成熟度分級 

資料規劃 

等級 0 完全沒有相關流程規範。 

等級 1 處於各單位各自為政的狀況。 

等級 2 已有針對組織目標進行一個整體的初步規劃。 

等級 3 已有一套涵蓋短、中、長期的發展策略。 

等級 4 已有一套完整的評估指標，可據以進行績效管理。 

等級 5 已足堪他機關學習標竿。 

資料獲取 

資料處理 

資料分析 

資料分享 

資料使用 

資料歸檔 

資料描述 

品質管理 

收存取用 

安全備份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相較於多數模型偏重高階策略或技術指標，DLM-DGMM 以資料生命週期為骨

架、以成熟度分級為標尺，將評估焦點由單純的技術盤點，轉向可反映流程運作與

人員能力的治理診斷。據此，本文後續將依模型之階段∕等級構造發展問卷指標，

以量化方式描繪組織在不同階段之成熟度輪廓，並作為制度性能力落差之辨識依

據。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問卷設計與操作化 

對政府機關進行主觀面向的資料治理成熟度評估，為組織內部個別員工認知加

總後之整體表現，本研究認為，政府員工在推動資料治理過程中的知覺，會直接或

間接影響該員工配合機關推動資料治理之行為，這些行為將進而對機關資料治理成

熟度產生影響，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測量內部利害關係人對資料治理的知覺，應

可用以代表該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之現況。基於本研究所建構之 DLM-DGMM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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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在問卷調查的具體操作方式上，本研究以資料生命週期各階段搭配資料治理成

熟度之等級，賦予相對應的敘述語句讓受訪者依該機關狀況進行評估與勾選，以李

克特 6 點尺度（Likert Scale）衡量，若勾選等級 0 之敘述句獲得 1 分，勾選等級 5

之敘述句則獲得 6 分，據以評估生命週期中各階段的成熟度，並可將各階段之得分

加總後視為該機關整體資料治理成熟度現況。 

同一機關內部，會因業務屬性與權責的不同而分成多個內部單位，李洛維與朱

斌妤（2021）指出，由於業務人員與資訊人員在推動智慧政府的業務中所扮演角色

的任務屬性差異，除了導致兩者間相互理解不易的落差之外，也可能令兩者之間對

於資料治理的認知與成熟度的判斷標準也有所不同。考量資訊人員於推展智慧政府

政策與資料治理扮演著重要角色，本研究參考資訊人員的業務屬性，設計了資訊人

員專屬的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版本，並在正式問卷施測之前，透過深度訪談以確認

本問卷之效度。5 透過業務屬性的差異，分別建構出的資料治理成熟度評估問卷，

可以從資訊人員的角度評估其對成熟度的認知，以與其他屬性之人員做出區隔，雖

其他內部單位亦有其特殊性，但彼此之間的差異應不若與資訊人員相比來得大，基

於研究目的以及問卷發放便利性之實際考量，其他內部單位統一以業務人員版本進

行問卷調查（問卷題目如附錄 1）。 

員工資訊素養代表政府員工對於認知何時需要資訊，並能有效地蒐集、評估與

利用所需資訊等能力之自我評價（ACRL, 2000; Rahmafitria et al., 2021），Koltay

（2016）指出，資料治理與資料素養為資料品質與資料管理研究的兩大重要基石。

本研究依照 ACRL 對資訊素養的定義，認為資訊素養係指一個人能認知到何時需要

資訊，並能有效地蒐集、評估與利用所需資訊，並以資訊需求認知能力、資訊取用

能力、資訊評估能力、資訊利用能力、資訊倫理能力等五大標準（ACRL, 2000）。

本研究綜整 ACRL 的五大標準，以五道題項測量公務同仁對於自身在資訊需求認

知、獲取、評估、利用與倫理遵循等五個面向能力的主觀評價，同樣以李克特 6 點

尺度衡量，透過由受訪者自評的方式，衡量政府員工的資訊素養。 
  

 
5  深度訪談的對象包括內政部業務單位主管、資訊單位主管，以及國立大學資訊科學系教

授，同時納入公務體系與學術領域的觀點，並兼顧業務單位與資訊單位之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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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蒐集與樣本信效度分析 

智慧政府為國際發展趨勢，亦為我國當前重大政策，而資料治理則為核心要

素，內政部亦掌握此趨勢於服務型智慧政府 2.0 推動計畫中提出諸多政策，例如智

慧內政整合服務、智慧不動產登記、建築減碳、緊急醫療救護、自然人憑證創新應

用服務、稅務暨戶政大數據資料加值運用計畫等。此外，由內政部歷年施政計畫

中，亦可發現部內及所屬機關有相當多個別施政計畫，均涵括於智慧政府內，例如

New eID、土測、地籍、警政、消防、建築研究等，並設有內政數據分析及決策應

用工作小組以推動跨單位大數據連結應用，提升各單位及所屬機關資料品質與自主

分析能量。有鑑於內政部執掌廣泛且十分重要，因此本研究決定以內政部本部各單

位及其所屬機關進行調查。 

問卷調查對象包括內政部本部 14 個內部單位共 77 個科，每科至少填寫 3 份問

卷，其中 1 份由主管填寫；內政部 8 個所屬機關共 59 個組（室），各機關內部組

（室）較多者（警政署、消防署、國土安全署）填寫 4 份問卷，其餘內部組（室）

較少者填寫 5 份問卷，其中 1 份由主管填寫，預計最低回收數量為 599 份。問卷調

查期間自 112 年 10 月 11 日起至同年 11 月 22 日截止，以線上問卷方式進行調查，

共計回收 600份樣本，總計有效樣本數為 573份（本部 232份及所屬機關 341份），

各機關（單位）詳細回收狀況如表 2。相較部分研究（如楊東謀、吳怡融，2019；

楊東謀、吳孟家，2022；Yang & Wu, 2016）僅以 1 名熟悉或負責相關業務之人員填

寫問卷，本研究之調查對象涵蓋機關各內部單位之成員，研究結果應更具代表性。

其中役政司經多次催收仍未能回收有效樣本；警政署與國家公園署則因公文亦轉發

至所屬機關，致回收數較多，故將該二機關進一步區分為署本部與所屬機關兩類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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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內政部與所屬的樣本數 

內政部本部各單位有效問卷數與百分比 

秘書處 法制處 政風處 會計處 宗教及禮制司 

19 

（8.2%） 

9 

（3.9%） 

7 

（3.0%） 

21 

（9.1%） 

20 

（8.6%） 

人事處 統計處 綜合規劃司 資訊服務司 合作及人民團體司 

18 

（7.8%） 

13 

（5.6%） 

21 

（9.1%） 

16 

（6.9%） 

21 

（9.1%） 

內政部本部各單位有效問卷數與百分比 

戶政司 地政司 民政司 役政司  

15 

（6.5%） 

35 

（15.1%） 

17 

（7.3%） 

0 

（0%） 
 

 

內政部所屬各機關有效問卷數與百分比 

警政署 警政署所屬 國土管理署 國家公園署 國家公園署所屬 

49 

（14.4%） 

34 

（10.0%） 

34 

（10.0%） 

50 

（14.7%） 

27 

（7.9%） 

消防署 移民署 中央警察大學 建研所 空中勤務總隊 

44 

（12.9%） 

39 

（11.4%） 

28 

（8.2%） 

17 

（5.0%） 

19 

（5.6%） 

註：地政司包含國土測繪中心與土地重劃工程處。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在問卷信度方面，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檢驗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結果顯

示，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量表（共 7 題）的 α 值為 0.952，而資訊素養量表（共 5

題）的 α值為 0.897，顯示本問卷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與穩定性。至於效度方面，

本研究採探索性因素分析（EFA）進行驗證，在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部分，KMO

（Kaiser-Meyer-Olkin）值為 0.937，Bartlett 球形檢定亦達顯著水準（p < .001），顯

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分析結果成功萃取出 1 個共同因素，總解釋變異量為

74.2%，且所有 7 個題項在此因素上的負荷量介於 0.782 至 0.907 之間。在資訊素養

部分，KMO 值為 0.874，Bartlett 球形檢定亦達顯著水準（p < .001）。分析結果亦

萃取出 1 個共同因素，總解釋變異量為 63.6%，所有 5 個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則介於

0.706 至 0.852 之間。上述結果表明，本研究的兩個核心量表均具有良好的單一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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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具備優良的建構效度。 

三、樣本結構 

表 3 呈現出樣本結構狀況，以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來說，在 573 份有效樣本

中，扣除 44 份拒答的樣本後，有 268 名為男性，261 名為女性，約各佔一半，惟若

以本部受訪者而論，則以女性受訪者佔較多數（62.5%），而所屬機關的受訪者則

是以男性受訪者較多（59.7%）；在受訪者年齡方面，扣除 27 份拒答的樣本後，約

各有三成的受訪者年齡落在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31.3%）及 40 歲以上未滿 49 歲

（30.6%）的區間。 

表 3 

樣本結構分析 

基本資料 項目 樣本數 

公務年資 
（N =573） 

未滿 10 年 
178 

（31.1%） 

10 年以上未滿 20 年 
206 

（36.0%） 

20 年以上未滿 30 年 
117 

（20.4%） 

30 年以上 
72 

（12.6%） 

官等 
（N =573） 

委任（含警佐） 
62 

（10.8%） 

薦任（含警正） 
399 

（69.6%） 

簡任（含警監） 
39 

（6.8%） 

其他 
73 

（12.7%） 

主管職務 
（N =573） 

非主管 
424 

（74.0%） 

主管 
149 

（26.0%） 

業務屬性 
（N =573） 

業務人員 
526 

（91.8%） 

資訊人員 
47 

（8.2%）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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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訪者的公務屬性面向上，有將近四成左右（36.0%）的受訪者公務年資為

10 年以上未滿 20 年為最多；在受訪者的官等部分，因所屬機關包括警政署及消防

署，故有部分受訪者為警察職系（警佐、警正、警監），合併來說，將近七成

（69.6%）的受訪者目前為薦任公務人員，一成左右（10.8%）的受訪者目前為委任

公務人員，簡任官職務者則僅占 6.8%，而有 12.7% 的受訪者為約聘（僱）人員；

另有四分之一（26.0%）的受訪者目前為主管職；以業務屬性來看，則是業務單位

佔了絕大多數（91.8%），僅不到一成（8.2%）的受訪者為資訊人員。 

肆、研究成果分析 

一、政府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現況分析 

由表 4 可知，在受訪者被問到其所服務的機關在資料治理成熟度方面，在資料

的規劃、獲取、處理、分析、分享、使用、歸檔的各階段上，成熟度的平均數都介

於 3.01至 3.40間，代表在受訪者的認知上，其所服務的機關在上述各資料生命週期

階段中，至少已建立具有可持續遵循的標準化流程，並可依資料屬性在資料生命週

期中差異採取相應的作法。在上述 7 個階段當中，以資料分析的平均數最低、資料

歸檔最高。 

若從內政部本部所呈現出的結果來看，也呈現出以資料分析的平均數最低、資

料歸檔最高的情形。所屬機關的狀況則稍有不同，其中資料獲取與資料分析的平均

數為最低，均為 2.97，代表所屬機關的受訪者認為該機關在資料治理成熟度上，在

這兩個階段的現狀為對於資料使用的角色、行動、權限等，有共通的基本規範，但

未達具有可持續遵循的標準化流程之程度，至於平均數最高的則同樣為資料歸檔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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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資料治理成熟度敘述統計表 

構面 題目 整 體 本 部 所 屬 

機
關
資
料
治
理
成
熟
度 

DGM1_資料規劃階段 

（N = 545 / 222 / 323） 

3.06 

（1.15） 

3.11 

（1.15） 

3.03 

（1.14） 

DGM2_資料獲取階段 

（N = 550 / 223 / 327） 

3.07 

（1.10） 

3.20 

（1.07） 

2.97 

（1.11） 

DGM3_資料處理階段 

（N = 559 / 224 / 335） 

3.11 

（1.23） 

3.22 

（1.11） 

3.04 

（1.13） 

DGM4_資料分析階段 

（N = 550 / 221 / 329） 

3.01 

（1.18） 

3.08 

（1.17） 

2.97 

（1.18） 

DGM5_資料分享階段 

（N = 553 / 223 / 330） 

3.13 

（1.16） 

3.24 

（1.12） 

3.06 

（1.18） 

DGM6_資料使用階段 

（N = 555 / 223 / 332） 

3.20 

（1.15） 

3.29 

（1.11） 

3.14 

（1.18） 

DGM7_資料歸檔階段 

（N = 553 / 222 / 331） 

3.40 

（1.20） 

3.36 

（1.14） 

3.42 

（1.23） 

註： 樣本數標記方式為 N = 整體 / 內政部本部 / 內政部所屬機關；表格內數字為平均數，

括弧內為標準差。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資料治理成熟度與資訊素養分群比較 

以下本研究將以受訪者的公務屬性進行分群比較，探討具有不同背景屬性的公

務同仁，對於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的知覺與其自評資訊素養是否有別。 

首先，在公務年資方面，以資料治理成熟度來說，從表 5 可以發現研究結果呈

現有趣的 U 型分佈趨勢：年資最淺（未滿 10 年）與最資深（30 年以上）的受訪

者，對機關整體資料治理成熟度的評價略高於處於職涯中期的同仁；若從生命週期

各階段來說，基本上呈現出公務年資 30年以上的受訪者，對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的

評價普遍高於其他年資別受訪者的情況；從資訊素養來看，平均數落在 4.6至 4.8之

間，代表受訪者認為其資訊素養相當不錯，相較於資料治理成熟度的 U 型曲線，資

訊素養反而以年資落在 21-30 年的組別為最高峰，顯示具備中堅資歷之同仁對自身

資訊能力最有自信。 



從身分治理走向能力治理：資料治理成熟度對我國文官制度改革的啟示 

‧79‧ 

表 5 

資料治理成熟度與資訊素養敘述統計表（年資別） 

構面 題目 未滿 10 年 10-20 年 21-30 年 30 年以上 

機
關
資
料
治
理
成
熟
度 

DGM1_資料規劃 

（N = 164 / 197 / 114 / 70） 

3.02 

（1.17） 

3.01 

（1.01） 

3.15 

（1.19） 

3.19 

（1.07） 

DGM2_資料獲取 

（N = 167 / 198 / 115 / 70） 

3.04 

（1.12） 

3.09 

（1.07） 

3.04 

（1.11） 

3.09 

（1.14） 

DGM3_資料處理 

（N = 172 / 202 / 115 / 70） 

3.13 

（1.17） 

3.10 

（1.05） 

3.10 

（1.16） 

3.10 

（1.18） 

DGM4_資料分析 

（N = 165 / 200 / 115 / 70） 

3.01 

（1.25） 

2.94 

（1.13） 

3.04 

（1.14） 

3.16 

（1.19） 

DGM5_資料分享 

（N = 167 / 201 / 115 / 70） 

3.16 

（1.16） 

3.05 

（1.09） 

3.17 

（1.17） 

3.23 

（1.30） 

DGM6_資料使用 

（N = 168 / 202 / 115 / 70） 

3.22 

（1.18） 

3.15 

（1.08） 

3.22 

（1.21） 

3.27 

（1.24） 

DGM7_資料歸檔 

（N = 168 / 199 / 116 / 70） 

3.58 

（1.24） 

3.25 

（1.17） 

3.39 

（1.15） 

3.39 

（1.22） 

平均 

（N = 155 / 191 / 113 / 70） 

3.21 

（1.02） 

3.13 

（0.95） 

3.17 

（1.03） 

3.20 

（1.09） 

資
訊
素
養 

IL1_資訊需求認知能力 

（N = 164 / 204 / 115 / 70） 

4.53 

（0.90） 

4.56 

（0.83） 

4.76 

（0.81） 

4.61 

（0.77） 

IL2_資訊取用能力 

（N = 172 / 206 / 117 / 70） 

4.70 

（0.88） 

4.77 

（0.79） 

4.80 

（0.76） 

4.69 

（0.71） 

IL3_資訊評估能力 

（N = 164 / 202 / 111 / 68） 

4.46 

（0.95） 

4.50 

（0.83） 

4.64 

（0.82） 

4.53 

（0.74） 

IL4_資訊利用能力 

（N = 172 / 206 / 117 / 68） 

4.65 

（0.84） 

4.67 

（0.80） 

4.72 

（0.79） 

4.49 

（0.90） 

IL5_資訊倫理能力 

（N = 170 / 204 / 117 / 70） 

4.68 

（0.85） 

4.83 

（0.72） 

4.96 

（0.76） 

4.80 

（0.65） 

平均 

（N = 156 / 198 / 109 / 66） 

4.60 

（0.73） 

4.66 

（0.67） 

4.78 

（0.68） 

4.63 

（0.61） 

註： 樣本數標記方式為 N = 未滿 10 年 / 10-20 年 / 21-30 年 / 31 年以上；表格內數字為平均

數，括弧內為標準差。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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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標準差可知，成熟度知覺之標準差（0.95-1.30）普遍高於資訊素養，反映

同仁對於「機關制度現狀」的認知分歧顯著大於對「個人能力」的評估。其中，資

深同仁（30 年以上）對整體成熟度知覺分歧要高於其他組別（1.09），但其在資訊

素養之標準差（0.61）卻為各組最低，顯示資深人員對自身數位能力的認知共識度

較高，但對機關成熟度認知則最為分岐。 

其次，在官等方面，從表 6 可以看出，以簡任官的受訪者對機關整體資料治理

成熟度的評價（平均數為 3.41）最高；若從生命週期各階段來說，也呈現出簡任官

對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的評價要高於其他官等公務同仁，至於委任官則多半低於其

他官等，甚至低於約聘僱人員的情況，然而，這種現象或許來自於受訪者中有部分

約聘僱人員係屬於研究型人員（如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其職等位階不一定比基層

人員來得低；從資訊素養來看，各官等平均數落在 4.6至 4.8之間，顯示同仁對自身

能力評價頗佳，且同樣以簡任官（4.84）為最高峰，反映高階文官在數位職能上具

備高度自信，並呈現「位階越高、素養知覺越高」之傾向。 

表 6 

資料治理成熟度及資訊素養敘述統計表（官等別） 

構面 題目 
委任 

（含警佐） 

薦任 

（含警正） 

簡任 

（含警監） 
約聘僱人員 

機
關
資
料
治
理
成
熟
度 

DGM1_資料規劃 

（N = 58 / 386 / 38 / 63） 

2.90 

（1.17） 

3.07 

（1.16） 

3.40 

（0.82） 

3.02 

（1.18） 

DGM2_資料獲取 

（N = 61 / 386 / 38 / 65） 

2.92 

（1.08） 

3.08 

（1.10） 

3.34 

（0.99） 

2.94 

（1.13） 

DGM3_資料處理 

（N = 62 / 390 / 38 / 69） 

3.00 

（1.09） 

3.10 

（1.13） 

3.37 

（0.94） 

3.16 

（1.20） 

DGM4_資料分析 

（N = 60 / 387 / 38 / 65） 

2.85 

（1.12） 

2.98 

（1.17） 

3.42 

（1.06） 

3.11 

（1.30） 

DGM5_資料分享 

（N = 62 / 388 / 38 / 65） 

3.08 

（1.14） 

3.13 

（1.16） 

3.32 

（1.14） 

3.11 

（1.17） 

DGM6_資料使用 

（N = 62 / 389 / 38 / 66） 

3.23 

（1.17） 

3.17 

（1.16） 

3.50 

（0.95） 

3.23 

（1.21） 

DGM7_資料歸檔 

（N = 62 / 386 / 38 / 67） 

3.48 

（1.17） 

3.37 

（1.21） 

3.50 

（0.86） 

3.42 

（1.29） 

平均 

（N = 56 / 378 / 38 / 57） 

3.08 

（1.01） 

3.14 

（1.02） 

3.41 

（0.86） 

3.25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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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續） 

構面 題目 
委任 

（含警佐） 

薦任 

（含警正） 

簡任 

（含警監） 
約聘僱人員 

資
訊
素
養 

IL1_資訊需求認知能力 

（N = 58 / 391 / 39 / 65） 

4.50 

（0.95） 

4.58 

（0.86） 

4.80 

（0.77） 

4.67 

（0.66） 

IL2_資訊取用能力 

（N = 60 / 397 / 39 / 69） 

4.85 

（0.79） 

4.71 

（0.82） 

4.87 

（0.62） 

4.76 

（0.78） 

IL3_資訊評估能力 

（N = 60 / 385 / 37 / 63） 

4.69 

（0.89） 

4.47 

（0.86） 

4.66 

（0.75） 

4.57 

（0.83） 

IL4_資訊利用能力 

（N = 58 / 397 / 37 / 71） 

4.80 

（0.66） 

4.60 

（0.86） 

4.79 

（0.70） 

4.74 

（0.75） 

IL5_資訊倫理能力 

（N = 60 / 395 / 39 / 67） 

4.77 

（0.74） 

4.78 

（0.79） 

5.03 

（0.54） 

4.89 

（0.71） 

平均 

（N = 58 / 377 / 35 / 59） 

4.72 

（0.67） 

4.63 

（0.72） 

4.84 

（0.49） 

4.74 

（0.57） 

註： 樣本數標記方式為N = 委任（含警佐） / 薦任（含警正） / 簡任（含警監） / 約聘僱

人員；表格內數字為平均數，括弧內為標準差。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觀察標準差可知，成熟度知覺之標準差（0.82-1.30）普遍高於資訊素養（0.49-

0.89），再次證實對機關制度之認知分歧大於對個人能力之評估。其中，委任官在

整體成熟度知覺之分歧最高（1.01），但簡任官在資訊素養之標準差卻為各組最低

（0.49），顯示高階文官對自身能力之認知共識度極高，而基層文官對於機關成熟

度現狀則存在較明顯的觀察落差。 

第三，在主管職務方面，從表 7 可以看出，主管與非主管職務的受訪者對機關

整體資料生命週期的評價上來說差異並不大；在特定階段的分歧則揭示了角色的影

響，在資料規劃階段，主管與非主管之間的差距最大（主管平均數為 3.17，非主管

平均數為 3.03），而非主管則在「資料歸檔」與「資料分享」階段的評價略高，這

種現象初步反映了兩者在組織中分別側重規劃與執行的角色分工，由於兩者看待組

織資料治理的視角不同，而在成熟度的評價上有別；從資訊素養來看，平均數落在

4.6 至 4.7 之間，顯示同仁對自身能力評價頗佳，且主管職務（4.74）在各項指標上

均高於非主管（4.64），顯示主管對自身數位職能展現更高的自信。 

觀察標準差可知，主管在整體成熟度知覺之分歧（1.02）略高於非主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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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兩者在資訊素養整體的標準差則相同（0.68），顯示不論是否擔任主管，對個人

資訊能力評估的共識度皆較高，但對機關成熟度現狀則存在較明顯的觀察落差。 

表 7 

資料治理成熟度及資訊素養敘述統計表（主管職別） 

構面 題目 非主管 主管 

機
關
資
料
治
理
成
熟
度 

DGM1_資料規劃 

（N = 399 / 146） 

3.03 

（1.17） 

3.17 

（1.07） 

DGM2_資料獲取 

（N = 403 / 147） 

3.06 

（1.09） 

3.10 

（1.13） 

DGM3_資料處理 

（N = 412 / 147） 

3.12 

（1.12） 

3.10 

（1.14） 

DGM4_資料分析 

（N = 404 / 146） 

3.00 

（1.18） 

3.06 

（1.16） 

DGM5_資料分享 

（N = 406 / 147） 

3.14 

（1.16） 

3.01 

（1.15） 

DGM6_資料使用 

（N = 408 / 147） 

3.20 

（1.17） 

3.20 

（1.11） 

DGM7_資料歸檔 

（N = 407 / 146） 

3.44 

（1.20） 

3.29 

（1.17） 

平均 

（N = 344 / 141） 

3.18 

（1.00） 

3.15 

（1.02） 

資
訊
素
養 

IL1_資訊需求認知能力 

（N = 406 / 147） 

4.57 

（0.84） 

4.66 

（0.85） 

IL2_資訊取用能力 

（N = 416 / 149） 

4.74 

（0.82） 

4.77 

（0.77） 

IL3_資訊評估能力 

（N = 400 / 145） 

4.48 

（0.88） 

4.63 

（0.79） 

IL4_資訊利用能力 

（N = 416 / 147） 

4.63 

（0.84） 

4.72 

（0.77） 

IL5_資訊倫理能力 

（N = 412 / 149） 

4.77 

（0.76） 

4.92 

（0.76） 

平均 

（N = 388 / 141） 

4.64 

（0.68） 

4.74 

（0.68） 

註：樣本數標記方式為 N = 非主管 / 主管；表格內數字為平均數，括弧內為標準差。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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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研究另外針對資訊人員和業務人員的屬性差異，分別設計了各自對應

的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問卷版本，結果呈現如表 8。平均來說，資訊人員所評價的

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為 3.19，略高於業務人員的 3.14，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資料

獲取階段，資訊人員對機關所評價的成熟度為 2.96，為已達等級 2 而未達等級 3，

代表資訊人員認為其服務機關在資料獲取上雖具有相關規範，但未充分經系統建置

∕使用單位進行溝通協調且未達標準化的程序；而業務人員的看法，則認為其服務

機關在資料獲取上已建立具有可持續遵循的標準化流程，依資料屬性差異，採取不

同資料獲取作法（已達等級 3而未達等級 4）；從資訊素養來看，平均數落在 4.5至

4.8 之間，顯示同仁對自身能力評價頗佳，資訊人員（4.72）的自評資訊素養略高於

一般業務人員（4.66），顯示技術職群對自身數位職能更具自信。 

觀察標準差可知，資訊人員在資料分析階段之成熟度認知分歧較為明顯

（1.36），業務人員則是在資料歸檔階段的認知分歧較大（1.21），然而若從整體

成熟度的認知來說，兩種類型的公務同仁之認知分歧度則未見不同。 

表 8 

資料治理成熟度及資訊素養敘述統計表（業務別） 

構面 題目 資訊人員 業務人員 

機
關
資
料
治
理
成
熟
度 

DGM1_資料規劃階段 

（N = 46 / 499） 

3.20 

（1.29） 

3.05 

（1.13） 

DGM2_資料獲取階段 

（N = 45 / 505） 

2.96 

（1.13） 

3.08 

（1.10） 

DGM3_資料處理階段 

（N = 46 / 513） 

3.17 

（1.14） 

3.11 

（1.12） 

DGM4_資料分析階段 

（N = 44 / 506） 

3.09 

（1.36） 

3.01 

（1.16） 

DGM5_資料分享階段 

（N = 46 / 507） 

3.22 

（1.23） 

3.12 

（1.15） 

DGM6_資料使用階段 

（N = 46 / 509） 

3.37 

（1.22） 

3.19 

（1.15） 

DGM7_資料歸檔階段 

（N = 46 / 507） 

3.35 

（1.08） 

3.40 

（1.21） 

平均 
3.19 

（1.00） 

3.1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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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續） 

構面 題目 資訊人員 業務人員 

資
訊
素
養 

IL1_資訊需求認知能力 

（N = 47 / 506） 

4.72 

（0.74） 

4.58 

（0.85） 

IL2_資訊取用能力 

（N = 47 / 518） 

4.88 

（0.72） 

4.74 

（0.81） 

IL3_資訊評估能力 

（N = 47 / 498） 

4.62 

（0.95） 

4.51 

（0.85） 

IL4_資訊利用能力 

（N = 47 / 516） 

4.62 

（0.90） 

4.65 

（0.82） 

IL5_資訊倫理能力 

（N = 47 / 514） 

4.87 

（0.82） 

4.80 

（0.76） 

平均 

（N = 47 / 482） 

4.72 

（0.63） 

4.66 

（0.69） 

註： 樣本數標記方式為 N = 資訊人員 / 業務人員；表格內數字為平均數，括弧內為標準

差。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儘管從敘述統計來看，不同公務屬性（年資、職務、官等、業務）的受訪者，

其對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的認知，以及其自評資訊素養之平均值雖略有不同，但本

研究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的統計檢定，

結果證實不論是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或資訊素養，其平均數的差異在所有公務屬性

上均未達統計顯著。此結果顯示，單純從文官體系的背景變項，尚不足以有效解釋

其認知差異的來源，這也意味著可能存在其他更具影響力的個人特質因素（例如資

訊素養）值得深入探討。 

三、控制公務屬性下個人資訊素養的影響 

綜合前述針對資料治理成熟度與資訊素養之各項公務屬性分組檢定，結果顯示

不論在年資、官等或職務等變項上，均未達統計顯著意義，此發現具有雙重制度意

涵：首先，排除了科層位階對能力知覺的決定性影響，顯示數位職能的分布並未呈

現明顯的世代或職等落差；其次，結合前述成熟度檢定不顯著之結果，顯示傳統科

層身分變項對數位治理知覺之解釋力已逐漸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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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在數位治理的時代，資訊素養應可視為能力治理的其中一項代表

性因素，為探究個人資訊素養對於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認知的獨特解釋力，本研究

將七題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加總平均後，得到一個整體的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評價

並將其視為依變項，為進一步探究公務屬性變項是否存在綜合性的影響力，本研究

採用階層迴歸分析進行檢驗。 

模型 M₀ 首先投入公務年資、官等、業務屬性與主管職務等四個變項，測試其

整體的預測能力。表 9 顯示此模型整體力有限（R² = .001; F = 0.159, p > .05），且各

控制變項係數亦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與 T 檢定及 ANOVA 結果一致，代表在本研

究樣本、測量與線性模型假設下，公務屬性與成熟度認知之間未呈現明確之獨立線

性關聯。 

表 9 

階層迴歸結果 

投入變數 
M₀ M₁ 

B SE β T B SE β T 

（常數） 3.145 .123  25.471 .569 .301  1.890 

公務年資 .025 .051 .025 .488 .026 .047 .026 .546 

官等 -.003 .025 -.006 -.137 -.021 .023 -.038 -.912 

業務屬性 .058 .158 .016 .370 .048 .146 .013 .327 

主管職別 -.081 .113 -.036 -.714 -.130 .105 -.059 -1.244 

資訊素養     .564 .061 .381*** 9.243 

R2 0.001 0.145 

F 0.159 17.235 

P 0.959 <0.001 

ΔR2 0.001 0.144 

F Change 0.159 17.076 

註：1. 依變數為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 

  2. *** 為 p <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在確認了傳統公務屬性變項的解釋力有限後，模型 M₁ 在前述基礎上，投入本

研究的核心解釋變項資訊素養。結果顯示，資訊素養呈現正向顯著關聯（β = .381,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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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表示個人資訊素養程度愈高，其對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的評價也愈高，

且整體模型解釋力提升至 14.5%（R² = .145, F = 17.235, p < .001），相較於模型 M₀，

R² 淨增加了 14.4%。此結果明確指出，在排除了人口統計與職務背景的影響後，在

數位治理的脈絡下，除了考量傳統的組織身分（官等、主管職）對於推動政府資料

治理的影響外，個人的專業能力（資訊素養）已展現出更具穩定性的統計意義，此

一發現對於文官制度的人才選用與培育策略，具有深刻的啟示。 

伍、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果的意涵闡述 

本研究之核心貢獻在於整合了資料生命週期與資料治理成熟度兩個重要概念，

建構出 DLM-DGMM，並以問卷資料評估內政體系之資料治理成熟度現況，進而診

斷現行文官制度在數位治理轉型下的三項結構性課題。 

（一）依法行政的雙面刃：標準化的成就與應用的困境 

本研究整體診斷顯示，內政體系之資料治理成熟度穩定落在「等級 3」，意指

組織已建立可持續遵循的標準化流程。此一結果可視為文官體系在依法行政原則

下，長期推動流程規範化的制度性成果，亦反映政府在確保行政程序穩定與合規方

面的深厚基礎。惟進一步檢視各生命週期階段得分，資料歸檔（平均數 3.40）最

高、資料分析（平均數 3.01）最低，顯示組織對「保存與控管」的投入明顯高於

「分析與應用」，標準化在提供秩序與風險控管的同時，也可能壓縮跨域整合與創

新應用的空間。 

若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路徑依賴觀點觀之，文官體系長期以遵循標準作業程序與

確保資料安全歸檔為核心的組織慣性，使資源與注意力在風險規避文化下，傾向集

中於「可控、可稽核」的治理環節。特別是我國自 2011年起施行之《檔案法》，並

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為中央主管機關，完善的檔案法規與設置於各機關的

專責檔管單位，即使數位科技提升了資料分析與應用的可能性，組織仍可能延續

「重保存、輕應用」的集體行為模式，完善的檔管制度雖確保了資料「保存」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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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度，但也可能導致文官產生「資料即封存資產」的保守心態，進而抑制了「資料

即分析燃料」的創新應用。 

（二）組織內部的多重世界：來自角色、世代與專業的認知稜鏡 

在「等級 3」這個看似穩定的總體平均數之下，本研究之分群比較顯示，組織

內部實則存在多重且相互差異的認知視角。不同背景的公務員，基於其在科層體系

中的角色位置與實務經驗，對資料治理的理解與評價呈現系統性分歧，反映出組織

在數位轉型過程中，策略目標與執行現場之間的結構張力。 

1. 不同世代的 U 型曲線：資淺人員對資料歸檔的評價相對較高，可能源於此類

工作規則明確、標準化程度高，易於累積效能感；服務年資超過 30年之資深

人員，或因掌握政策整體脈絡、或對執行細節的摩擦感受較低，其評價亦相

對樂觀。相對而言，年資介於 10 至 30 年的中堅群體，同時承擔理解政策目

標與面對第一線執行困難的壓力，其較為保守的評價，反映出改革推動過程

中最為集中的摩擦與負荷。 

2. 科層位階與認知落差：研究結果顯示，官等越高者對資料治理成熟度的評價

越趨樂觀，呈現典型的資訊過濾效應。簡任官多為政策規劃與倡議者，其接

收的資訊往往偏向成果導向的彙整；相對地，委任官等基層人員直接承受系

統操作不便、資料格式不一與跨單位協作困難等問題，其評價較為保守，反

映政策在實踐層面所遭遇的真實阻力。 

3. 規劃與執行的平行線：主管對資料規劃階段的評價較高，顯示其對規劃完整

性與制度設計重要性的重視；非主管人員則對資料歸檔評價較高，反映其工

作重心在於遵循既有標準流程完成任務。此一差異凸顯組織內部在策略規劃

層與操作執行層之間，存在關注焦點與經驗基礎的落差。 

4. 技術與業務的天平兩端：資訊人員因直接面對資料來源分散與整合困難，對

資料獲取成熟度的評價較為嚴格；業務人員則基於流程穩定運作的經驗，對

資料獲取與歸檔給予較高評價。此一結果反映不同專業群體對「資料」本質

的理解差異，亦揭示技術潛力與組織既有流程之間的落差。 

5. 資訊素養的普遍自信與位階分層：與機關成熟度知覺的波動不同，內政體系

文官對個人資訊素養展現出穩定的高度自信，分群結果揭示「職位越高、能

力感越強」的趨勢。此外，年資 21 至 30 年的群體自評得分最高（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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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成熟度評價呈現之 U 型曲線不同，顯示中堅人員雖對機關現況評價保守，

但對個人數位職能具備充足信心。這反映出資訊素養已成為高階與專業職群

的核心認同，亦為後續能力治理的轉型提供了關鍵的人才動能。 

（三）從組織身分到個人能力的轉變趨勢 

就敘述統計而言，不同背景的公務同仁在資料治理成熟度知覺與自評資訊素養

上，確實呈現一定程度的表面差異；然而，T 檢定與 ANOVA 並未支持單一科層或

職務背景變項能形成穩定且顯著的區分效果。為進一步評估各背景變項在合併控制

下的影響，本研究遂採用階層迴歸分析，檢驗影響組織資料治理成熟度之可能因

素。 

在模型 M₀ 納入公務年資、官等、是否主管與業務屬性後，整體解釋力相當有

限，各變項與資料治理成熟度之間亦未呈現顯著的線性關聯，顯示在本研究樣本與

測量架構下，傳統科層與職務背景對成熟度知覺的獨立效果並不明顯。相較之下，

當模型 M₁ 納入資訊素養後，資訊素養與成熟度知覺呈現正向且顯著的關聯，並帶

來顯著的增量解釋力；在控制官等、年資與職務屬性後，資訊素養的解釋效果尤為

突出。 

此一結果顯示，在數位治理的情境中，影響個體對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認知的

關鍵因素，可能已從其科層位階或資歷位置，轉變為其所具備的實質能力，特別是

資訊素養。從政策與管理意涵而言，若仍以位階或年資作為差異化管理的主要依

據，恐難以有效回應數位治理所需的能力結構；相對地，系統性地提升公務員在資

料倫理、資料品質與工具運用等面向的資訊素養，將更有助於推動資料治理從「形

式合規」走向「實質應用」。 

二、對我國文官制度的具體政策建議 

本研究之實證結果不僅描繪我國文官體系在資料治理上的整體現況，更揭示一

項具制度意義的轉變：在數位治理情境下，傳統以科層位階與資歷為核心的解釋力

正逐漸下降，而以資訊素養為核心的個人能力，已逐漸成為影響組織治理效能的重

要因素。此一發現不僅與公共行政與創新擴散相關理論相互呼應，亦為我國文官制

度的調整方向提供了具體且迫切的實證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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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此，面對數位時代的治理挑戰，對我國文官體系的管理思維，似有必要由以

身分與年資為主的傳統模式，轉向以能力與素養為核心的制度設計。此一轉向不宜

僅止於零散的政策修補，而應建構一套可持續運作的管理循環，使能力能被系統性

地辨識、培養與運用。為此，本研究主張，應將 DLM-DGMM 作為一項制度化的分

析與管理工具，逐步嵌入我國文官考選、銓敘與訓練發展體系。 

（一）考選制度：以成熟度職能為標準鑑別未來人才 

本研究顯示，傳統科層變項（如官等、年資）對資料治理成熟度知覺的解釋力

有限，而資訊素養此一個人能力變項則具有顯著影響。此一結果意味著，若考選與

陞遷制度仍主要依循既有的科層邏輯，恐難以有效鑑別並留任國家在數位治理轉型

下所需之關鍵人才。基此，考選制度有必要由過往偏重「篩選知識儲備者」，逐步

轉向「辨識具備提升組織治理成熟度潛力者」。 

在具體作法上，可在既有制度架構下，分階段引入能力導向的選才機制。例

如，除參考英國 DDaT 公務員快速升遷計畫、日本國家考試增設數位類科，以及美

國人事管理局所發布之資料科學家職務分類指引外，亦可評估於特定考試類科或甄

試中，逐步納入資訊素養專業職能測評。考試內容方面，則可借鏡韓國職能評鑑制

度之精神，在不全面翻修考試制度的前提下，導入案例分析或情境題型，並以

DLM-DGMM 所界定之資料生命週期階段作為評量框架，檢視考生是否除具備資料

分析技能外，亦能理解資料規劃、分享倫理與安全歸檔等完整治理歷程，藉此建立

以實務能力為導向的人才鑑別機制。 

（二）銓敘與陞遷制度：以成熟度貢獻為依據衡量數位功績 

為回應數位貢獻在現行考績制度中不易被辨識與累積的問題，本研究建議建立

一套以資料治理成熟度為核心的「數位職能功績簿」，並使其內容與 DLM-DGMM

所界定之七大生命週期階段與成熟度等級對應，藉以將個人於資料治理相關工作中

的實質貢獻予以明確化與可評估化。 

在制度設計上，可於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架構下，增設與數位轉型及資料治理相

關之績效描述欄位，要求受評者具體說明其工作成果，如何協助所屬單位於特定生

命週期階段中，將治理成熟度由某一等級提升至更高等級。相關評估結果，得作為

陞遷、派任重要專案或遴選專業職務時的重要參考依據，使在資料治理與跨域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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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具備實質能力之人員，能獲得相對應的制度回饋，而不僅受限於傳統資歷排序。 

此外，為避免評估流於形式，數位職能功績簿之運用，宜搭配多元化之職能評

鑑方式。具體而言，認知型職能可透過測驗或課程修習成果進行評量，技術型職能

則可採操作型測驗或專業證照作為佐證，或運用行為定錨法，將 DLM-DGMM 各成

熟度等級之描述轉化為具體行為指標，納入考績評估基準。於可行範圍內，亦可逐

步導入包含主管與同儕回饋的多元評估機制，以提升評鑑結果對實際工作表現之解

釋力。 

（三）訓練發展制度：以成熟度診斷為藍圖規劃個人化學習路徑 

機關資料治理成熟度的提升，最終仍取決於整體文官體系資料治理能力的累

積。因此，關鍵不在於持續導入更新的技術工具，而在於是否能為文官體系建立一

套共通且可持續運作的能力框架與知識基礎。基此，本研究建議重新檢視現行數位

學習與在職訓練的實際成效，將訓練重心由以時數為導向的形式化學習，逐步轉向

以診斷結果為依據的精準賦能。 

在具體作法上，DLM-DGMM 可與既有之公務人員資訊素養與職能架構進行整

合，作為資料治理相關訓練規劃的分析基礎，而非另起一套全新制度。透過將本研

究所發展之自評題組，進一步轉化為線上評估工具，可生成個人於七大資料生命週

期階段的能力輪廓，作為訓練需求辨識之參考依據。各訓練單位得依此結果，將既

有課程重新模組化，並與不同生命週期階段對應，使學員能依其能力缺口，選擇最

具需求之課程模組，而非全面性地參與所有訓練。此外，為提升訓練投資的可評估

性，DLM-DGMM 亦可作為訓練成效檢核的輔助工具。在完成相關培訓後，於適當

期間（如三至六個月）進行後測評估，以比較前、後測結果在特定構面上的變化，

藉此檢視訓練是否實際回應組織與個人之能力需求，並作為後續課程調整與資源配

置的依據。 

考量文官制度改革所面臨之組織慣性與資源限制，本研究並不主張一次性推動

全面改革，而建議採行以診斷為基礎的漸進式策略。具體而言，可先於部分機關或

單位進行試辦，聚焦其資料生命週期中最為薄弱之環節，搭配精準訓練或配套措施

介入，並透過前、後測資料驗證其效果；再將具成效之經驗逐步擴散至其他機關。

透過「診斷—介入—評估—擴散」的循環機制，方能在制度理想與行政現實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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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一條相對穩健且可持續的改革路徑。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整合資料生命週期與成熟度理論，建構一套具體可操作之「政府機關資

料生命週期導向資料治理成熟度評估架構」，並透過內政體系之實證調查，描繪我

國公務體系在資料治理上的整體樣貌，進一步將診斷結果連結至文官制度的轉型需

求。然而，受限於研究設計與資料條件，本研究仍存在若干限制，後續研究尚有深

化空間。 

首先，在評估構面上，為兼顧問卷長度與填答負擔，本研究所建構之 DLM-

DGMM 尚未納入貫穿各生命週期階段的橫向管理行為，如資料描述、品質管理、

收存與取用，以及安全與備援等要素，可能使評估結果未能完整呈現組織在共通管

理議題上的成熟度表現。 

其次，在測量與分析方法上，本研究之資料治理成熟度與資訊素養皆採自評式

量表，雖有助於掌握公務員的內部觀點，仍無法完全排除社會期許偏誤與主觀認知

誤差。此外，本研究採橫斷面調查設計，並以傳統 OLS迴歸進行分析，未能處理個

人嵌套（nested）於單位的多層級結構，亦無法進行嚴謹的因果推論，相關結果應

審慎解讀。 

再者，在研究對象的推論上，本研究以內政部及其所屬機關為個案，雖具高度

典型性，但研究發現未必可直接推論至業務性質差異較大的機關類型（如財稅、主

計或司法機關），其資料治理脈絡與制度挑戰，仍有待進一步比較驗證。 

基於上述限制，未來研究可從數個方向深化與擴展。其一，可透過縱貫性研究

設計，於資料素養或治理相關政策介入前後進行追蹤調查，以更精確評估制度調整

的實際成效與因果影響。其二，可將研究對象擴展至不同層級與功能類型之政府機

關，進行跨機關比較，以檢驗 DLM-DGMM 的跨場域適用性。其三，後續研究可納

入更多客觀指標（如資料品質、資料開放成效或申請回應效率），建構主、客觀資

料並行的成熟度評估模型，並依不同專業領域需求，發展具情境敏感性的客製化版

本，以提升模型於實務應用上的精準度與解釋力；最後，由於本研究僅調查傳統資

訊素養，建議未來擴展資訊素養範圍，結合政府應用生成式 AI 施政的計畫，將 AI

素養一併納入，編修更完整的公務人力數位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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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在生成式 AI 與資料驅動治理的時代浪潮下，智慧政府的成敗終將

取決於文官體系的能力結構與制度韌性 ，透過本文建構之 DLM-DGMM 診斷模

型，揭示了由身分邁向能力的治理轉型趨勢，政府治理重心必須配合從人員的科層

位階移轉至實質的資料應用能力，文官制度的改革方能與數位轉型深度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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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問卷題目（資料治理成熟度、資訊素養、基本資料） 

第一部分：資料治理成熟度 

我國「服務型智慧政府 2.0 推動計畫」已將「資料治理」視為智慧政府規劃之

核心理念，期望透過對服務機關管有的資料進行整體性管理，協助同仁瞭解資料特

性並提高工作效能。以氣象預報為例，颱風放假與否，各地方政府都以預報結果為

主要決策依據，為了提供更加準確的預報結果，中央氣象署在資料生命週期各階段

（如下圖），需要有對應的資料治理行動： 

1. 規劃：氣象資料庫的建置目的是？需要哪些資料？資料庫使用客群（內部、

外部）為何？ 

2. 獲取、處理：資料（水文、大氣等）如何產生與蒐集（人工輸入、感測儀器

等）？如何轉換成適當形式？ 

3. 分析、分享：資料回收後應如何進行分析、解釋與視覺化？預報模型應涵蓋

那些參數？如何產製出分析資訊（地圖形式、圖表等）？ 

4. 使用：資料符合資安、隱私、品質相關法規與國際規範後，能否提供更進一

步的加值應用？ 

5. 歸檔、儲存、備份、銷毀：資料處理過程中有無隨時建檔、儲存與備份？以

何種形式進行（傳統硬碟、雲端硬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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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辦理業務乃至推動各項施政計畫時，您應該都曾經手過相關資料與思考問

題。以下，請您從所承辦業務的角度思考，您本人以及您所服務的單位推動資料治

理計畫、辦理日常業務、處理公務資料時，在資料生命週期各階段，比較符合下列

哪個敘述？請以整體主觀感受作答。 

（業務人員版） 

資料規劃

階段 

□ 完全沒有針對資料治理進行相關策略規劃（等級 0）。 

□ 資料治理策略規劃偏向遇案∕計畫辦理性質，處於各單位各自為

政的狀況（等級 1）。 

□ 已針對各單位的業務目標，初步規劃整體機關資料治理發展策略

（等級 2）。 

□ 具有一套可持續遵循的機關資料治理發展策略（等級 3）。 

□ 已有一套完整的評估指標，可對資料治理發展策略進行滾動式修

正（等級 4）。 

□ 已足堪其他機關之學習標竿（等級 5）。 

□ 不知道。 

資料獲取

階段 

□ 完全沒有針對業務資料的獲取，訂定相關流程規範（等級 0）。 

□ 各單位僅依自身業務項目訂定資料獲取規範，沒有跨單位的溝通

協調（等級 1）。 

□ 機關內對於資料獲取的角色、行動、權限等，有共通的基本規範

（等級 2）。 

□ 已建立具有可持續遵循的標準化流程，依資料屬性差異，採取不

同資料獲取作法（等級 3）。 

□ 已有一套完整的評估指標，可對資料獲取成果進行績效管理（等

級 4）。 

□ 已足堪其他機關之學習標竿（等級 5）。 

□ 不知道。 

資料處理

階段 

□ 完全沒有針對業務資料的處理，訂定相關流程規範（等級 0）。 

□ 各單位僅依自身業務項目訂定資料處理規範，沒有跨單位的溝通

協調（等級 1）。 

□ 機關內對於資料處理的角色、行動、權限等，有共通的基本規範

（等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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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建立具有可持續遵循的標準化流程，依資料屬性差異，採取不

同資料處理作法（等級 3）。 

□ 已有一套完整的評估指標，可對資料處理成果進行績效管理（等

級 4）。 

□ 已足堪其他機關之學習標竿（等級 5）。 

□ 不知道。 

資料分析

階段 

□ 完全沒有針對業務資料的分析，訂定相關流程規範（等級 0）。 

□ 各單位僅依自身業務項目訂定資料分析規範，沒有跨單位的溝通

協調（等級 1）。 

□ 機關內對於資料分析的角色、行動、權限等，有共通的基本規範

（等級 2）。 

□ 已建立具有可持續遵循的標準化流程，依資料屬性差異，採取不

同資料分析作法（等級 3）。 

□ 已有一套完整的評估指標，可對資料分析成果進行績效管理（等

級 4）。 

□ 已足堪其他機關之學習標竿（等級 5）。 

□ 不知道。 

資料分享

階段 

□ 完全沒有針對業務資料的分享，訂定相關流程規範（等級 0）。 

□ 各單位僅依自身業務項目訂定資料分享規範，沒有跨單位的溝通

協調（等級 1）。 

□ 機關內對於資料分享的角色、行動、權限等，有共通的基本規範

（等級 2）。 

□ 已建立具有可持續遵循的標準化流程，依資料屬性差異，採取不

同資料分享作法（等級 3）。 

□ 已有一套完整的評估指標，可對資料分享成果進行績效管理（等

級 4）。 

□ 已足堪其他機關之學習標竿（等級 5）。 

□ 不知道。 

資料使用

階段 

□ 完全沒有針對業務資料的使用，訂定相關流程規範（等級 0）。 

□ 各單位僅針對業務項目訂定資料使用規範，沒有跨單位的溝通協

調（等級 1）。 

□ 機關內對於資料使用的角色、行動、權限等，有共通的基本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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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2）。 

□ 已建立具有可持續遵循的標準化流程，依資料屬性差異，採取不

同資料使用作法（等級 3）。 

□ 已有一套完整的評估指標，可對資料使用成果進行績效管理（等

級 4）。 

□ 已足堪其他機關之學習標竿（等級 5）。 

□ 不知道。 

資料歸檔

階段 

□ 完全沒有針對業務資料的歸檔，訂定相關流程規範（等級 0）。 

□ 各單位僅針對業務項目訂定資料歸檔規範，沒有跨單位的溝通協

調（等級 1）。 

□ 機關內對於資料歸檔的角色、行動、權限等，有共通的基本規範

（等級 2）。 

□ 已建立具有可持續遵循的標準化流程，依資料屬性差異，採取不

同資料歸檔作法（等級 3）。 

□ 已有一套完整的評估指標，可對資料歸檔成果進行績效管理（等

級 4）。 

□ 已足堪其他機關之學習標竿（等級 5）。 

□ 不知道。 

（資訊人員版） 

資料規劃

階段 

□ 完全沒有針對資料治理進行相關策略規劃（等級 0）。 

□ 資料治理策略規劃偏向遇案∕計畫辦理性質，與業務單位的連結

並不充分（等級 1）。 

□ 已開始透過專案會議、資料規劃相關工具（如 DMPTool、

Microsoft Project）等方式，輔助初步規劃整體機關資料治理發展

策略（等級 2）。 

□ 已運用相關工具或專案會議，規劃一套可持續遵循的機關資料治

理發展策略（等級 3）。 

□ 已有一套完整的評估工具，可對資料治理發展策略進行滾動式修

正（等級 4）。 

□ 已足堪其他機關之學習標竿（等級 5）。 

□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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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獲取

階段 

□ 資訊系統完全沒有針對資料獲取的角色、行動、權限、資料屬性

等，訂定相關規範（等級 0）。 

□ 雖具有資料獲取規範，但未充分經系統建置∕使用單位進行溝通

協調（等級 1）。 

□ 已使用相關工具獲取資料（如 ETL 工具、Python、R、AWS IoT、

身分認證系統等），但尚未完成標準化程序（等級 2）。 

□ 已建立具有可持續遵循的標準化流程，並依資料屬性差異，進行

系統內資料獲取垂直整合（等級 3）。 

□ 除完成垂直整合外，已進行系統間水平整合，可對資料獲取成果

進行績效管理（等級 4）。 

□ 已足堪其他機關之學習標竿（等級 5）。 

□ 不知道。 

資料處理

階段 

□ 資訊系統完全沒有針對資料處理的角色、行動、權限、資料屬性

等，訂定相關規範（等級 0）。 

□ 雖具有資料處理規範，但未經系統建置∕使用單位進行溝通協調

（等級 1）。 

□ 已使用相關工具處理資料（如 ODF、MySQL、Git、Apache 

Hadoop 等），但尚未完成標準化程序（等級 2）。 

□ 已建立具有可持續遵循的標準化流程，並依資料屬性差異，進行

系統內資料處理垂直整合（等級 3）。 

□ 除完成垂直整合外，已進行系統間水平整合，可對資料處理成果

進行績效管理（等級 4）。 

□ 已足堪其他機關之學習標竿（等級 5）。 

□ 不知道。 

資料分析

階段 

□ 資訊系統完全沒有針對資料分析的角色、行動、權限、資料屬性

等，訂定相關規範（等級 0）。 

□ 雖具有資料分析規範，但未經系統建置∕使用單位進行溝通協調

（等級 1）。 

□ 已使用相關工具分析資料（如 Python、R、Splunk、SPSS、SAS、

語意分析等），但尚未完成標準化程序（等級 2）。 

□ 已建立具有可持續遵循的標準化流程，並依資料屬性差異，進行

系統內資料分析垂直整合（等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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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完成垂直整合外，已進行系統間水平整合，可對資料分析成果

進行績效管理（等級 4）。 

□ 已足堪其他機關之學習標竿（等級 5）。 

□ 不知道。 

資料分享

階段 

□ 資訊系統完全沒有針對資料分享的角色、行動、權限、資料屬性

等，訂定相關規範（等級 0）。 

□ 雖具有資料分享規範，但未經系統建置∕使用單位進行溝通協調

（等級 1）。 

□ 已使用相關工具分享資料（如雲端系統、資安防護系統、Power 

BI、Tableau、SFTP、K-anonymity 等），但尚未完成標準化程序

（等級 2）。 

□ 已建立具有可持續遵循的標準化流程，並依資料屬性差異，進行

系統內資料分享垂直整合（等級 3）。 

□ 除完成垂直整合外，已進行系統間水平整合，可對資料分享成果

進行績效管理（等級 4）。 

□ 已足堪其他機關之學習標竿（等級 5）。 

□ 不知道。 

資料使用

階段 

□ 資訊系統完全沒有針對資料使用的角色、行動、權限、資料屬性

等，訂定相關規範（等級 0）。 

□ 雖具有資料使用規範，但未經系統建置∕使用單位溝通協調（等

級 1）。 

□ 已使用相關工具使用資料（如 Google 表單、Tableau、R、

Python、ODF、APIs 等），但尚未完成標準化程序（等級 2）。 

□ 已建立具有可持續遵循的標準化流程，並依資料屬性差異，進行

系統內資料使用垂直整合（等級 3）。 

□ 除完成垂直整合外，已進行系統間水平整合，可對資料使用成果

進行績效管理（等級 4）。 

□ 已足堪其他機關之學習標竿（等級 5）。 

□ 不知道。 

資料歸檔

階段 

□ 資訊系統完全沒有針對資料歸檔的角色、行動、權限、資料屬性

等，訂定相關規範（等級 0）。 

□ 雖具有資料歸檔規範，但未經系統建置∕使用單位溝通協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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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1）。 

□ 雖有使用相關工具歸檔資料（如資料庫、雲端系統、HDD、

DBMS、NAS、Veritas Enterprise Vault 等），但尚未完成標準化程

序（等級 2）。 

□ 已建立具有可持續遵循的標準化流程，並依資料屬性差異，進行

系統內資料歸檔垂直整合（等級 3）。 

□ 除完成垂直整合外，已進行系統間水平整合，可對資料歸檔成果

進行績效管理（等級 4）。 

□ 已足堪其他機關之學習標竿（等級 5）。 

□ 不知道。 

 

第二部分：個人資訊素養 

接下來，想詢問您在辦理業務的過程中，處理業務資訊的實務經驗。 

在辦理業務的過程中，我能界定與釐清自己的資訊需求。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不太同意 □(4)有點同意 □(5)同意  

□(6)非常同意 □(98)不知道 

在辦理業務的過程中，我能利用數位或實體等方法取得我所需要的資訊。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不太同意 □(4)有點同意 □(5)同意  

□(6)非常同意 □(98)不知道 

在辦理業務的過程中，我能建立適當的準則以評估資訊來源及品質。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不太同意 □(4)有點同意 □(5)同意  

□(6)非常同意 □(98)不知道 

在辦理業務的過程中，我能充分利用相關資訊以取得更好的成效。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不太同意 □(4)有點同意 □(5)同意  

□(6)非常同意 □(98)不知道 

在辦理業務的過程中，我能遵循資訊取得和使用之相關法律規定、政策和各種規

範。 

□(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不太同意 □(4)有點同意 □(5)同意  

□(6)非常同意 □(98)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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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最後，想詢問您一些個人基本資料，僅作為整體分析之用，不會洩漏您的個人

資訊。 

請問您目前的服務機關為？ 

□(1)內政部 □(2)警政署 □(3)消防署 □(4)國土管理署 □(5)國家公園署 

□(6)移民署 □(7)中央警察大學 □(8)建築研究所 □(9)空中勤務總隊 

□(10)國土測繪中心 □(11)土地重劃工程處 

請問您目前的服務單位（請填全銜，例如「住宅發展組」、「人事室」、「管制

考核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您的性別？ 

□(0)生理女 □(1)生理男 □(95)拒答 

a. 請問您的年齡？ 

□(1) 20 歲以上未滿 30 歲 □(2)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 □(3) 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 

□(4) 50 歲以上未滿 60 歲 □(5) 60 歲以上 □(95)拒答 

b. 請問您目前的公務年資？ 

□(1)未滿 10 年 □(2) 10 年以上未滿 20 年 □(3) 20 年以上未滿 30 年 

□(4) 30 年以上 

a. 請問您目前的官等？ 

□(1)委任 □(2)薦任 □(3)簡任 □(4)警佐 □(5)警正 □(6)警監  

□(90)其他，請說明______ 

b. 請問您目前的職務（主管、非主管）？ 

□(0)非主管 □(1)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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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tatus-Based Governance to 

Capability-Based Governance: 

Implications of Data Governance 

Maturity for Taiwan’s Civil Service 

Reform 
 

Lo-Wei Lee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enerative AI and data-driven governance, data 

governance in the public sector has become an institutional capacity, rather 

than just a technical, issue. This study integrates data lifecycle theory and 

maturity models to develop the Data Lifecycle Management-based Data 

Governance Maturity Model (DLM-DGMM).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Taiwan’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system, the study assesses the 

current state of data governance maturity and diagnoses structural challenges 

from a civil service perspectiv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overall maturity is 

steady at Level 3, reflec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tandardized and sustainable 

processes. However, a clear imbalance exists across lifecycle stages: data 

archiving scores highest, while data analytics remains underdeveloped, 

suggesting a “preservation-over-application” pattern shaped by administrative 

standardization. Group comparisons reveal perceptual differences a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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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s, hierarchical ranks, and professional roles. Yet, after controlling 

for bureaucratic attributes, information literacy show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perceived maturity, whereas traditional status-based 

variables have limited explanatory power. These results point to a paradigm 

shift from status-based governance to capability-based governance. The study 

therefore proposes institutionalizing the DLM-DGMM within recruitment, 

promotion, and training systems to support diagnostic, evidence-based civil 

service reform and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capacity for digital governance. 

Keywords: Data Governance, Data Governance Maturity Model, Data 

lifecycle, Civil Service System, Information Literacy 




